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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的啟蒙傳統

⊙ 高力克

 

許紀霖、田建業編：《一溪集──杜亞泉的生平與思想》（北京：三聯書店，1999）。

在二十世紀前葉的中國思想史上，圍繞中國現代化問題，久有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

所謂溫和改革的「調適」傳統和激進革命的「轉化」傳統的分歧。長期以來，由於意識形態

史學範式的囿限，調適思想一直為主流思想史所遮蔽。世紀之交，總結二十世紀中國思想

史，有待於重估調適傳統的思想遺產。

許紀霖、田建業主編的《一溪集──杜亞泉的生平與思想》，即為一部重估啟蒙時代調適傳

統的新著。學術界關注杜亞泉始於90年代初，1993年，《杜亞泉文選》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刊行，王元化為文選撰寫了長篇序言〈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同年秋，由上海歷

史學會發起的全國紀念杜亞泉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杜氏故里紹興上虞舉行。由此，一

位塵封了大半個世紀的思想家開始重新受到學界關注。《一溪集》匯集了近幾年來杜亞泉研

究的學術成果。

杜亞泉是近代中國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科學教育家和啟蒙思想家。五四時期，杜氏及其主編的

《東方雜誌》曾批評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主義，並與陳獨秀發生東西文化論戰。杜氏因此以

思想「保守」而為主流思想史所拒斥。90年代以來，學術界開始反思百年中國的激進主義轉

化傳統，杜亞泉的調適思想及其所代表的調適型現代化路向之意義，方始浮現。杜亞泉調適

思想在世紀末的再發現，猶如大潮落後浮現的礁石。思想的深度並不顯露於時代潮流的表

層，時代邊緣的思想人物隨歷史語境的變遷而顯現其思想價值，是思想史上常見的現象。作

為啟蒙時代的思想家，杜的調和論思想代表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主流之外另一種溫和的啟蒙傳

統。

《一溪集》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為杜亞泉生前親朋故舊追憶杜氏生平的文章；一為

當代學人對杜氏生平與思想的研究和評論。回憶文章有蔡元培的〈杜亞泉君傳〉和〈書杜亞

泉先生遺事〉、張元濟的〈杜亞泉先生誄辭〉、胡愈之的〈追悼杜亞泉先生〉、周建人的

〈憶杜亞泉先生〉、章錫琛的〈杜亞泉傳略〉等。這些寫於30年代哲人逝世後的回憶文章，

追憶了杜氏作為科學教育家和啟蒙思想家，在創辦《亞泉雜誌》和《普通學報》、任商務印

書館編譯所理化部主任和《東方雜誌》主編期間，普及科學和思想啟蒙的業績，並對其生平

和思想有中肯精當的評價。如蔡元培評論杜氏《人生哲學》有言：

先生既以科學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詳審慎，力避偏宕，對於各種學說，往往執兩端而取

其中，如惟物與惟心，個人與社會，歐化與國粹，國粹中之漢學與宋學，動機論與功利

論，樂天觀與厭世觀，種種相對的主張，無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長而調和之；於倫理

主義取普泛的完成主義，於人生觀取改善觀，皆其折衷的綜合的哲學見解也。先生之行



己與處事，亦可以此推知之。

這段評論可謂對杜氏調和思想的深刻概括，亦為蔡元培本人的思想寫照。杜、蔡二人不僅為

同鄉摯友，而且思想亦頗為相契。

書中當代學人的研究論文，多帶有世紀之交重估中國現代思想的歷史反思意味，因而具有鮮

明的時代感。其中，以王元化的〈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最具代表性。王文稱杜氏為

一位主張溫和漸進改革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並分析了杜氏之溫和思想在激進年代的命

運：

我認為把杜亞泉看作是一位反對革新的落伍者，這種誤解要歸之於長期以來近代中國歷

史上發生的急驟變化。近代歷史上的每次改革都以失敗告終。……百餘年來不斷更迭的

改革運動，很容易使人認為每次改革失敗的原因，都在於不夠徹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

種越徹底越好的急躁心態。在這樣的氣候之下，杜亞泉就顯得過於穩健、過於持重、過

於保守了。

王文肯定了杜氏之動靜互補的中西文化觀和「內向／外向」文化範式論，以及革新與保守兼

容的接續主義，並從杜氏的道德調和論引出道德繼承問題的討論。

杜亞泉的調和論思想具有複雜的面相，它顯然難以現成的「主義」來闡釋。他的社會政治思

想主要取資於英倫自由主義傳統，但亦雜揉了社會主義思想；而其文化觀則更多具有文化保

守主義取向。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具有不同的思想類型，如杜亞泉、梁啟超、章士釗等

人的政治與文化的調適思想，胡適的政治調適思想和文化轉化思想，蔡元培的政治轉化思想

和文化調適思想。杜亞泉的政治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或「儒家自由主義」，按金觀

濤、劉青峰的思想史分析範疇，屬於清末民初梁啟超式公域與私域分殊的「二元論儒學」範

式，其最接近於近代西方的二元論理性主義傳統。這種二元論心態和思想範式，為轉型時代

中國意識形態更替中的過渡形式。杜氏融政治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於一體的調適思想，

頗近於自由與保守兼容的英國式自由主義傳統。然而，英國自由主義保守的，是一個孕育了

現代性的有生機的新教自由傳統，而儒教中國則匱缺這種傳統。同時，中國文化凡聖合一的

一體化結構，與西方基督教文化凡聖二元的多元結構具有根本性的緊張。西方化不可能為現

代中國文化提供超越的意義資源。因而，在中國現代化中如何護存傳統文化的道德精神資

源，就成為文化保守主義的主題。杜亞泉的政治自由與文化保守的二元論，即對現代中國秩

序危機和意義危機的回應。

杜亞泉的調適思想以調和論為其哲學基礎，它是英國自由主義、現代科學思想與中土陰陽學

說、中庸思想融合的產物，其基本思想特質為多元、辯證、中和，即所謂「對立的和諧」。

杜氏的調適思想代表了五四時期另一種溫和的啟蒙傳統。啟蒙運動中的調適思想和轉化思想

具有互補性：激進的轉化思想猶如烈性藥，溫和的調適思想則若營養劑，兩者在批判和建設

上各有其價值。當然，兩者亦各有其難題。轉化思想的困局，在於其毀棄儒教又拒斥基督教

之後，無以藉西化解決意義危機。調適思想的難題則在於：在政教分離的西方文化中，基督

教自然可與自由憲政並行不悖；但在一元論傳統的中國文化語境中，建制化的半倫理半政治

的儒教，在普遍王權崩解之後，如何在文化而非學術層面實行道德與政治的非建制化分殊？

儒教非建制化之後又如何發揮其社會倫理的功能？這也是杜亞泉調和思想給我們留下的世紀

難題。

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經歷了一個調適思想和轉化思想消長更替的過程。與法國啟蒙運動相



仿，中國啟蒙運動之初亦有一個自由主義的「崇英」思潮時代，但其很快被激進的法國式轉

化思想所代替。而在世紀末的後革命時代，溫和的調適思想在轉化思想衰微之後復凸顯了其

思想價值。改革時代，隨著「不破不立」、「非此即彼」的「鬥爭哲學」的式微，崇尚多

元、妥協、調和的英國式「雙贏」觀念廣為流行。杜亞泉及其調適思想的沉浮，折射出百年

中國社會變遷的歷程。調適思想歸根結柢是現代工業社會的價值觀念，誠如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言：商業是一切狂熱激情的敵人，商業愛溫和妥協，商業使人

傾向自由而遠離革命。杜氏在革命時代和商業時代的不同命運，可謂思想史與社會史之互動

性的一個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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